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２５期)２０１６(５)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水稻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演化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

(４１５０１２１３);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面向全生命周期的水稻碳足迹测算与优化策略研究”(２０１５M５７０６５０);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湖北省粮食作物碳足迹演化机理与碳减排策略研究———以水稻为例”(２６６２０１５QC０６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气候框架公约下农业碳排放的增长机理及减排政策研究”(７１２７３１０５).

作者简介:童庆蒙(１９９２􀆼),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基于CGSS２０１０的实证研究

童庆蒙,张俊飚,张　露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以 ２０１０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２０１０)的农 村 居 民 数 据 为 样 本,采 用

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

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１)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

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２)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

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
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

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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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高速推进,环境与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后果,由此

引发对居民生活的困扰和伤害逐渐放大,而参与维权成为表达环境利益诉求和化解争端的有效方

式[１Ｇ２].然而由于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因素,积极有效的维权活动常常难以开展,最后极易演化成群体

性事件[３].大量调查表明,很多环境风险和环境污染事件容易形成居民的不满情绪,并使之持续发酵

成为焦点事件,最终导致冲突与对抗.据社科院«２０１４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
年９月间,中国境内发生了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８７１起,超过半数起因是维权,与此同时,环境污染是

导致万人以上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居民环境维权形势不容乐观.而且在农村地区,维权的困

境更为突出和严重[２,４],因为农民的弱者身份注定了其维权行动的预期目的只能得到部分实现[５].
环境维权的失败和激化,除了造成社会不稳定外,容易产生大量的管理和政策成本,严重削弱了国家

竞争力[１].这些问题也逐渐得到了高层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共中央审议通过了«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建立“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

治理体系”,确立了居民参与是环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正如亨廷顿所说,“社会的动员和政

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６],因
此,在信息渠道越来越发达的背景之下,健全环境维权机制刻不容缓,同时对于存在维权诉求的群体

进行有效引导也必不可少.针对承受环境伤害能力更脆弱、维权手段单一的农村地区,了解如何引导

农民采用正确合法的维权方式争取利益,明确农民维权响应行为的影响因素和背后的行为逻辑对于

政策制定至关重要,这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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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

　　由于环境维权不仅具有被动性和复杂性,还带有公益性、要求高、变数多等特点[７],同时,信息不

对称[８]、政府严重缺位和环境污染案件的高成本[９]都增加了农民环境维权的难度.因此,农民维权行

为会经历从“依法抗争”(或“合法的抗争”)到“以法抗争”(或“有组织抗争”)的转变[１０],其不同的抗争

形式背后的逻辑背景也不同,从而演化出了制度内与制度外两种参与形式的维权行为.制度内的行

为通常情况下对基层社会秩序并不构成直接威胁[１１],包括了通过向政府部门投诉来解决和企业之间

的争端,或者直接与污染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与商议,这些行为往往会通过行政纠正或签订环境契约

等方式来解决居民的环境风险问题,引起的社会冲击较小,行动路径也较为缓和.而制度外的利益表

达渠道是民众在尝试用合理合法的途径解决问题而得不到满意答复时采取的行动,本身是属于一种

抗争政治行为,也是一种非传统的政治参与行为,与传统政治参与(如投票)等体现公民对于政治体制

的较高合作性不一样,其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群体性和对抗性(抗争性),通常会被纳入到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和抗争性政治的视野下来分析[１２].农民在与污染企业和基层政府的博弈中,通常会处于弱

势地位.由于底层缺乏制度化的维权渠道,其往往处于不利位置,难以实现预期的抗争结果.底层利

益诉求得不到合理解决,行为表达通常采取非制度化渠道[１１],其中就包括了游行、请愿、抗议等群体

性事件,甚至聚众闹事等暴力行为.
无论是制度内的表达还是制度外的行为,社会资本都被证明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１３Ｇ１４].

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基于友谊、血缘、业缘等因素形成的朋友圈、家族群体等社会小团体往往能够共意

动员[１５].一个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和群体内部联系越大,该群体的组织能力也就越强.此外,政治

效能感也被认为是影响抗争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１６Ｇ１８],因为政治效能可以对个体的政治选择、政治

活动的思维、执行政治活动的动机、政治环境的情绪唤醒过程等环节造成显著影响[１９].因此,本文将

农民的社会资本与政治效能纳入到对其维权行为决策以及制度外环境维权行为的选择分析框架

之中.
现有关于农民环境维权的研究国内着墨颇多[７Ｇ１１],但是大多仅限于理论分析和规范研究,在少量

的实证研究中也多以简单的调查统计分析为主.本文以大规模的微观调研为基础,运用现代计量经

济学方法,探讨农村居民拥有的社会资本和自身政治效能对环境侵权的行为响应(即环境维权)的影

响机制,着重勾勒出农民制度外维权的行动逻辑.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１．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微观调查数据均来自于由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所主持的２０１０年中

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２０１０),选择该年份调查数据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变量的可获取性和调查数据

的时效性.CGSS是国内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社会调查项目,其调查范围覆盖了中国大

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设计.首先,在全国一共抽取了１００个县

(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等５个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然后再在每个抽中的县(区)
中随机抽取４个居委会或村委会.第二阶段则采用地图法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中抽取２５个家庭.
第三阶段则是利用 KISH 表抽样方法,在每个抽取的家庭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调查.在全国范围内

总共选取约１２０００个样本,在２０１０年的调查中,最后回收的有效问卷为１１７８３份.本文选择了其中

的来自农村并且参与了相关环境问题回答的样本,年龄范围限定在１８岁及其以上的成年人,再剔除

在设置的变量做出“未回答”、“不适用”以及“拒绝回答”等不完整的样本,最后剩余８１７个作为本文使

用的样本数据.

２．变量选择

(１)因变量.因变量设置了两个,分别为act１和act２,act１指的是在遭遇环境问题的样本居民中,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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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针对所遇到的问题采取了行动.通常情况下,这些行为包括了与污染者交涉、向法院起诉、找政

府有关部门处理、向新闻媒体反映等,如果采取了维权行动,则act１赋值为１,否则为０.act２表示居

民是否针对遭遇到的环境问题采取制度外的表达方式(包括了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的写请愿书、集会

和游行),即是否采用了制度外的维权行为.若有则赋值为１,反之为０.因此,采用是否采取了维权

行动,以及是否采取了制度外行为这两个行为变量,来刻画居民在遭遇环境问题之后的行为选择,据
此来探求居民的维权逻辑和行动路径.

(２)自变量.社会资本通常包含的两个维度:关系和信任.在关系网络中,通常分为横向与纵向

关系两种,横向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居民形成集体认同感,并借助社会声望的选择性激励来维持维

权群体内部的团结和稳定;纵向的关系网络在提供资源支持、策略支持的同时,也往往会因为纵向关

系网络的性质(低密度、与社会政治权力拥有更密切的关系)而将集体行动的策略限定于“依法抗争”
的范围之内[２０].由于生活环境具有十分特殊的外部性,在同一空间内的住户,遭遇到同样环境问题

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使用居民的“社交频率”(social)作为横向关系强度的测度,回答分别赋值为“从
不＝１;很少＝２;有时＝３;经常＝４;总是＝５”,因为社交活动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与周围人(尤其是

陌生人)产生连接的形式,居民参与的频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与同一环境空间内的其他民众的

联系紧密程度.本着“人多力量大”的思想,而这种横向关系可能会在居民的环境维权的意愿和行为

上产生助推作用.在纵向关系中,本文使用了两个变量:居民的阶级认同(class),即“您认为您自己

目前在哪个等级上”这个问题来表示,其中“１０”分代表最顶层,“１”分代表最底层,另一个是居民的党

员身份(party),即如果是党员则取值为１.因为自身的阶级越高,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人

脉资源就更为广泛,更重要的能够在利益对话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因此阶级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

为关系网络中纵向关系的衡量尺度.同时,在农村地区,党员身份通常情况下代表着较高的政治地

位,从而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占据更强的社会关系资源是否会影响农村居民在对待环境问题上

的行为呢? 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在信任因素中,本文区分了“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其中后者包括了对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维度.以“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以
及“您对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分别如何?”的问题形式提出,答案设置为“完全不可信＝１;比
较不可信＝２;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３;比较可信＝４;完全可信＝５”,变量名分别trust_people,

trust_central以及trust_local.信任一方面被认为是降低了制度成本[２１],同时也对改善人际关系、
丰富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作用[２２].在居民遭遇环境问题之后,人际间的信任可能会降低居民联合抵

抗的成本,但同时,政府信任(或称之为“制度信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居民产生一种制度保护的心理

作用,即在合法的制度框架内,采用一定的方式可以得到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的回应,从而环境问题有

希望得到解决.
政治效能.在CGSS２０１０中,专门设置了考察居民政治效能的选项,其由１０个问题组成,其中内

部效能和外部效能两个维度的问题均五个.前者指的是个体对自身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能力的基本

信念,后者指其对政治体制(主要是政府)能否对公众参与进行有效回应的感知[２３].测量采用的提问

方式是“请问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答案分别为:完全不同意＝１;比较不同意＝２;无所谓同意不同

意＝３;比较同意＝４;完全同意＝５.将对问题的赋值得分进行加总,得到居民的内部政治效能、外部

政治效能得分.由于在实际问卷中,某些问题采用的是否定陈述,在计算效能分数时进行了调整,原
问卷中的具体问题如表１所示.

表１　内部政治效能与外部政治效能的提问

内部效能 外部效能

Q１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 Q６、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Q２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 Q７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

Q３如果让我当政府干部,我也完全能胜任 Q８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

Q４当和别人讨论政府的工作或想法时,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 Q９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

Q５我对于政府部门的建议/意见可以有办法让领导知道 Q１０党组织愿意吸收像我这样的人入党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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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控制变量.在本文中,个人特征、家庭因素以及对于环境的关注程度等变量在回归时予以控

制,具体变量名称以及数值所代表的含义如表２所示.
表２　控制变量及其赋值

变量 定义

性别gender 男＝１;女＝０
年龄age ２０１０年时的实际年龄

教育程度edu１~edu４

以“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作为对照组

edu１＝１,表示小学(私塾、小学);
edu２＝１,表示初中;
edu３＝１,表示高中(技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
edu４＝１,表示大专及以上(大学本科、大学专科、研究生及以上)

健康程度healthy 自评:很不健康＝１;比较不健康＝２;一般＝３;比较健康＝４;很健康＝５
家庭收入lnincome 前一年家庭实际总收入的对数值

婚姻状况 married 已婚＝１;未婚＝０

环境关注度concern
非常关心＝５;比较关心＝４;说不上关心不关心＝３
比较不关心＝２;完全不关心＝１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１．描述性分析

首先,本文对关键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３.对所遭遇的环境问题产生维权响应行

为的农村居民比例并不高,仅占到了１９．７％.说明了对于大部分的居民而言,忍气吞声成了唯一的选

择.而且由于许多农民在居住环境上的流动性很弱,大多数特别是老年人离开乡村的机会并不多,这
种被动的忍耐对其身体健康形成了一种长期的损耗.同时,采取制度外表达方式的居民比例也很低,
具体而言只有１７个人,仅占２．０８％,这可能是因为要采取比较激烈的抗争形式需要具有两个特点:一
是所遭遇的环境问题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大多数环境侵权从行为发生到对身体产生伤害,通常具

有较长的潜伏期,其严重程度并没有被居民意识到;二是居民需要承担很大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甚

至制度风险,例如我国的信访制度就常为人所诟病[１０,２４].这些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采取

制度外行为的意愿和可能.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act１ ０．１９７ ０．３９８ turst_people ３．６０３ １．１０３

act２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３ trust_central ４．５４８ ０．７２３

gender ０．４９２ ０．５００ trust_local ３．６４４ １．１７３

party ０．０６６ ０．２４９ internal_efficacy １３．０１７ ３．６２８

social ２．４９４ １．００６ external_efficacy １３．１２６ ３．５１９

class ３．９０７ １．７５１

　　同时,样本中选取的男女人数比例合适,几乎各占一半.党员身份的人也不多,仅占６．６１％,这也

符合我国乡村的实际情况,一般而言,拥有党员身份的人都是村干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中

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是要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与薛立勇[２５]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说明

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在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而由于一些制度缺陷、管理过失所带来的不信任

因素,则更多地被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

２．维权行为估计结果分析

在对结果进行回归前,首先要对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４:
一般认为,方差膨胀因子(VIF)越大,这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甚至会影响到估计的准确

性.从表４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自变量的最大VIF 为２．６０,远小于１０,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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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VIF 变量 VIF
age １．６４ married １．１２

gender １．２３ social １．１０
edu１ ２．１２ party １．２０
edu２ ２．６０ class １．２１
edu３ １．９７ trust_people １．０８
edu４ １．３０ trust_central １．１８

concern １．０７ trust_local １．２３
healthy １．２８ internal_efficacy １．５３
lnincome １．３４ external_efficacy １．４０

重共线性问题.同时,为了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还在模型中加入了省份虚拟变量.

首先利用 Probit模型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了估

计,即模型Ⅰ,然后依次加入社会资本(模型Ⅱ)和政治

效能(模型Ⅲ)进行估计,结果见表５,其中表５还报告

了模型(Ⅲ)估计结果中系数的稳健标准误.所使用的

计量软件为Stata１２．０(下同).由于卡方检验P 值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因此模型估计效果良好.
从表５可以发现以下结论:

(１)在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和对环境的关心程度是影响最为显著的两个变量.其中居民若是处

于在婚状态,则不会采取维权行动,这可能是因为维权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行为,都要牵扯太多的精

力和体力,而对于成婚后已经构建了稳定家庭关系的人来说,他们并不希望因维权给自己带来更多的

麻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成家立业就意味着要努力挣钱,生活压力大于环境维权的紧迫.对环境表

现得越关心的人,越注重于居住的环境质量,越有可能对环境侵权遭遇产生响应行为,这比较符合实

际生活中的情况.在其他变量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家庭收入和婚姻状况对维权行动决策

的影响并不显著.虽然男性通常拥有更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但在维权行动上与女性并无二致.虽然

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教育会增加维权意识[２６],但是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偏差,因为维权行为所冒

的风险会将这种差异放大,从而表现出对行为的抑制[２７].
表５　是否采取维权行动的模型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
模型Ⅰ
系数

模型Ⅱ
系数

模型Ⅲ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

age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
gender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７ ０．１１９
edu１ ０．２４７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３ ０．１７８
edu２ ０．２４９ ０．１９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９６
edu３ ０．１５１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 ０．２３６
edu４ ０．２８３ ０．２２８ ０．９５６ ０．３８４

concern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０∗∗∗ ０．０６４
healthy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５
lnincome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０
married －０．３３０∗∗ －０．３２１∗∗ －０．３１３∗ ０．１６３

关系资本
social —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６
party — －０．０３６ －０．１５２ ０．２３８
class —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１

信任资本
trust_people —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２
trust_central —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６
trust_local —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２

政治效能

internal_efficacy — —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
external_efficacy — —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是否控制省份变量 是 是 是 —

LRchi２(１０) ７７．４５ ８９．９４ ９４．６４ —
卡方检验P 值 P＜０．０００ P＜０．０００ P＜０．０００ —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２)在社会资本的关系因素中,社交频率并没有对维权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针对

一般的维权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私人活动,处理方式包括找政府申诉,向媒体通报等,个人境遇的行为

选择体现得更加明显.同时,党员身份的影响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党员居民在农村地区常常既担

任着为民众谋利和解决问题的责任,也承受着来自上级的维稳压力,这种冲突会干扰其选择,即在采

不采取行动之间形成模糊地带.但是,自身的阶级认同却显著地提升了居民对环境问题的行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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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居民的期望下被寄予承担村庄责任的希望,因此会有更强烈的维

权倾向.由于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在维权途径和方法上得到了丰富的拓展,同时对环境的要

求也更加高,体现了一种关心、改善环境的后物质主义倾向[２８].
(３)在社会资本的信任因素中,来自人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三个维度变量均不在统计上显

著.其中,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系数符号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威性基础.对于居

住环境受到损害的农民而言,他们通常用来以“理”、以“法”抗争的基础都是来自于中央政府颁布政策

法规,因此环境污染行为是“违背中央政策的”,如果找到司法机关、政府部门进行解决,对中央政府的

信任也会转化为维权的动力,在这一点上,人际信任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是无法取代其作用的.况且

对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历来不足[２９],因此中央政府常常被民众当作解决与地

方政府之间矛盾的“挡箭牌”.同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变量系数为负,也说明了如果农村居民对

于乡镇政府越信任(特别是处理环境问题),则自己采取维权的可能性就越低.
(４)在政治效能因素中,内部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响应行为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外部效能虽

然也产生一定正向影响,但在统计学上不具有显著的意义.这说明了农村居民对自身理解政治和参

与政治的基本信念越强,就越有可能在所居住的环境遭到破坏时,出面为自己的健康和生活争取利

益.虽然在效能得分中,内外部政治效能的得分相近(平均分为１３．０和１３．１),但相较于政府回馈的

反应而言,自身的政治觉悟和信念对环境维权这一类的抗争性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
内在政治效能强化了居民的政治性格,这也会正面影响居民做出维权的决定[３０].

３．制度外维权行为估计结果分析

表６给出了农村居民采用制度外行为抗争环境侵权的估计结果.由于采取制度外行为的农民比

例很低(参见表２),使用一般的Probit模型可能会低估其发生的概率[３１],因此在使用Probit模型进

行估计后,还需要用 King等所建议的方法对制度外行为进行估计.此外还利用“补对数－对数”[３２]

的方法进行了估计.由于会出现矩阵缺失值,因此在使用 Relogit模型估计时,没有加入省份控制变

量.利用Relogit和“补对数－对数”模型估计出来的边际效应与Probit模型在变量系数显著性和大

小上存在差异,这说明在此事例中,发生频率为２．０８％的制度外维权属于稀有事件,从中可以发现以

下结论:
(１)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成为唯一显著的因素.这可能是相比于常规维权途径,制度外的行为需

要消耗的时间、精力更多,而只有年轻人才能“耗得起”.同时,年长者通常都更为保守,规避风险的意

识更为强烈,因为制度外行为带来的后果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年轻人“以身试法”的勇气更大.此外,
还有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更容易被说服和鼓动,从而更有可能参与到群体性行动中.

(２)关系资本中的社交频率对制度外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制度外行为

这种非传统的政治参与通常就具有容易聚集的特征,因此拥有丰富横向关系人际资源的居民更轻松

地将共同空间体内的其他民众联合起来,而这些参与者通常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联合抗议和抵制

成为集体性行动的落脚点.这种群体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分散又加强了行动的联结性,吸引更多的人

参与其中.这通常也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逻辑[３３].
(３)人际信任在信任资本中对制度外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可以将其与横向关系资本联系起来,

正是因为对周围的人信任度较高,才会减少了与人交流中的障碍,拥有更为广泛的人际资源.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居民在参与制度外维权行动时,时刻承担着政治失范的风险,如果生性多疑,则会非常影

响制度外抗争性政治行为的发生.
(４)内在政治效能对制度外维权发生的影响在Probit和ClogＧlog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强势的政治性格将极有可能导致更为激进的行为.这一类人通常都具备了较强的民主和权利

意识,对于所遭受的侵权行为忍耐程度较低.此外,为了更加一般性地探讨村民的信任态度对于政治

效能与维权行为之间的调节关系,还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各个信任变量和政治效能变量的交互项,并
根据Relogit方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只有trust_centralínternal_efficacy这一项在１％的显著

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强化了个体的内在政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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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采取制度外维权行动的系数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 Probit Relogit ClogＧlog

控制变量

age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３∗∗

gender ０．０７６ ０．２１２ ０．４５９
edu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６ ０．２６７
edu２ －０．４９３ －０．９０８ －０．９４７
edu３ －０．１１７ －０．２３８ －０．２９０
edu４ －０．３８０ －０．０２１ －０．５７１

concern ０．１３２ ０．２４３ ０．２２４
healthy －０．０４０ －０．２１２ －０．１８５
lnincome －０．２０６ －０．３８３ －０．５６１
married －０．２８３ －０．１９８ －０．３８６

关系资本

social ０．２６７∗∗ ０．６４１∗∗∗ ０．５６７∗∗

party ０．６５４∗ ０．９２４ １．１６６
class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８

信任资本

trust_people ０．５０１∗∗∗ ０．８３０∗∗ １．０１３∗∗

trust_central －０．１９４ －０．０８５ －０．３４８
trust_local －０．０７９ －０．３０３ －０．２９８

政治效能
internal_efficacy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２ ０．１５４∗

external_efficacy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

是否控制省份变量 是 是 是

LRchi２(１０) ４０３．８５ ¾ ３４．８１
卡方检验P 值 P＜０．０００ ¾ P＝０．０１０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２０１０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中的农村中遭遇到环境问题的居民样本为对象,基于社会资本

和政治效能,构建了居民环境维权响应行为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对其进

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对环境的关心程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会显

著刺激农村居民采取环境维权行为;第二,年龄、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

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
针对上述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１)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对农民法律意识.可以看出,“依法抗争”在未来依旧是农民合理解决环

境“危机”的重要途径,单靠社会资本远远不够,只有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拓宽法律解决问题的渠道,
才是避免出格的、制度外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之道.

(２)依法组织村民自治,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素质.虽然制度外行为与强烈的政治性

格和意识不无关系,但是可以看出,那是在正常途径无法解决问题之后的无奈之举,具有高度政治素

养的居民会使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环境权利.
(３)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在村民中的声誉

和工作满意程度均不是很高,而且环境侵权的冲突往往伴随着对当地政府的不满和矛盾而发酵,地方

治理能力缺失和职能失位往往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导火索,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和民众情绪的疏通

管理中占据中心地位,其重要性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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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朱丽萌的研究,农业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处于不同安全状态的警戒范围:５％以下安全,５％~１３％基本安全,１３％~１８％不

安全,１８％以上危机.

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
区域性差异分析

王　力,韩亚丽

(石河子大学 棉花经济研究中心,新疆 石河子８３２０００)

摘　要　在我国高库存背景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及耕地资源匮乏的双重矛盾,试图从

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探讨中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路径.通过 DEAＧMalmquist模型

对中国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差异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 LS方法估

计 TFP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技术进步是构成棉花

TFP提高的主要因素,新疆棉花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各影响因素中,棉花播种面积占比

和受灾水平对棉花 TFP的影响最显著;各地区棉花 TFP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存在一定

差异,尤其是机械投入要素,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而在西北内陆

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关键词　棉花;供给侧改革;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影响因素;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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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近年来,受国际棉花市场的冲击和市场价格波动的

影响,棉花产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等都导致我国植棉

成本不断攀升,植棉比较效益下降,棉农种植积极性降低.２０１５年中国棉花亩均生产成本达到

１５０９．２６元,其中人工成本占据生产成本的５２．３２％,物化成本占总成本的４１．２７％,每亩纯收益为

－２２．３３元.棉花品质下滑加剧了中国棉花产业的不利形势,生产与需求脱节现象严重,２０１５年棉花

贸易进口依存度达到２４．６２％,远超过国际警戒线５％① 以下的安全范围[１],我国棉花产业安全问题引

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从２０１１年国家出台临时收储政策到２０１４年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国家

一直在探索有利于棉花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棉农收益,棉花价格逐渐与国际

接轨.且中国棉花单产一直保持较高水平,２０１５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达３７９．８９万公顷,用占世界

１１．１７％的面积生产出占世界２１．６１％的产量,中国棉花单产是１９７８年的３．２４倍,是世界单产的

１．８９倍.
棉花产量的提高,是否表明我国当前的棉花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可以确保我国的棉花产业安全?

从国际环境来看,２０１５年中国棉花消费量达７１５．６２万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３０．０９％;进口量是世界

进口量的１６．８９％.图１描述了棉花库存消费比的变动情况,我国棉花２０１５年的库存消费比达到

１８２．７５％,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为７１．６０％,除去中国后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降到３８．６８％,根据世界

棉花生产国际标准,棉花安全指标的库存消费比为３０．００％.我国的库存消费比已经远远超过棉花安

全指标,供给大于需求.从国内看,中国纺织企业存在需求不足现象,我国棉花市场出现了结构性供

应缺口,高品质棉花供应趋紧,价格不断走高,而低品质棉花库存积压,价格持续走低.不能再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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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产量作为衡量棉花产业安全的指标,应该转变投入方式,按需生产,依靠科技进步带动棉花产量和

质量的双重提高.２０１５年中央领导明确给出了我国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方针,“供给侧”改
革的核心即“创新驱动”和“内部经济结构的优化”,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

的动力.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增加研发投入,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将由投入型

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棉花作为我国的重要战略物资,同样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随着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升和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依靠要素投入推动棉花产业的经济增长是缺乏动

力的,而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是在新常态下推动中国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调整

棉花产业结构,进一步去库存,实现劳动力、物质资本、科技、制度等要素的最优配置和有效利用将成

为棉花产业转型的重点.因此,在现行政策背景下,研究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实现路径对于确保我

国棉花产业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棉花网和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并经计算整理得出,其中GICR 表示全球库存消费比,OCICR 表示除中国以

外的全球库存消费比,CSCR 表示中国库存消费比.

图１　棉花库存消费比趋势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有效推动了我国的农业现

代化进程.颜鹏飞等利用DEA法对我国３０个省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曼奎斯特生

产率指数进行了测度,发现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对其都有重要的影响[２].陈卫平、周瑞明运用非参数

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算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和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演进和

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虽然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的态势,但却表现出区域不均衡的现

象,且呈现出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效率损失并存的局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确保我国农业经

济增长的关键因素[３Ｇ４].谭砚文等、刘锐等、张社梅等、朱希刚等都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棉花

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表示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５Ｇ８].田伟等利用随

机前沿分析法对中国１３个棉花主产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 TFP增长率的波动及地区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明显,且主要是由配置效率的变化引起的[９].朱会义利用主要植

棉省市在棉花生产过程中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产出率的差异探讨了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国棉花

逐步向新疆转移的主要原因,结果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是促使棉花向新疆集中的主要原因[１０].
上述研究对于分析棉花生产率问题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

长趋势的观点比较统一,但在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关于棉花 TFP指数是否提高存在一定争

议.研究多侧重从时间和空间的波动趋势进行分析,而结合模型对棉花 TFP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因

素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不足.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DEAＧMalmquist模型探讨我国棉

花近年来 TFP的实际变化情况,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路径依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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